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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0年毛泽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
思考与决策

单劲松

[摘 要]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台湾问题，进行过许多精心的筹划。仅从1949—1950年来看，以解放

台湾为首要方式的思考与决策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进入决策视野，做出前瞻性预判；进入准备阶段，开始

进行具体筹划；总结渡海作战经验，各项准备工作逐渐展开；因朝鲜战争爆发，搁置有关准备工作。在当时，

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决策，受国内、国际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与二战后的世界冷战局势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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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

节点，新旧中国在这里交汇，以蒋介石为代表

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完全背弃人民意愿，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取得人民的信

任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在这个

时期开启。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由于国

民党武装集团退踞台湾，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统

一进程，因此，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成为

毛泽东和党中央反复思考和慎重决策的一个

重大问题，并为此进行了一年多的精心准备。

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与二战后的世界冷

战局势紧密相关，美国和苏联以各自不同的方

式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影响着毛泽东解决台

湾问题决策的展开。

一、渡江战役发起前，解决台湾问题

开始进入决策视野，毛泽东做出

前瞻性预判

1949年初，党中央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

程做出初步判断。毛泽东在 1949年 1月 6—8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起草的《目前形势

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

“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

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一九四九年

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

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

省则是全部。”[1] (pp.230-232)在这个决议中，中央预

计1949年新的解放区仅可能扩展到华东、中南

和西北的一部，不仅不包括台湾，而且广东、广

西、云南、贵州、青海、新疆等省也不包括在

内。这个决议所提出的任务在事后看来是稍

显保守的。

解放台湾，虽然不是党在当时的首要任

务，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没有考

虑。1949年2月，毛泽东在与苏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米高扬的会谈中谈及台湾问题时说：“目

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

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

就比较复杂……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

藏……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

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

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

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

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

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2](pp.380-381)基于此，毛泽

东做了两点预判：首先，他提出了中国领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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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先后顺序，即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第一

步解放大陆上的全部领土，第二步才是台湾的

解放；其次，他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较为复杂，

需要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可

能要进行干涉。也就是说，只有在大体上排除

美国因素之后，台湾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彻底解

决。从其后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毛泽东的预

判无疑是准确的。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没有

提出请求苏联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援助的问

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毛泽东那里，

解决台湾问题还没有上升为 1949年一项迫在

眉睫的任务。此后毛泽东对于这个任务的承

担者做了一个初步的考虑，倾向于由华东局承

担。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华东局管辖

范围时，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

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

材，很有生意做。”[3](p.439)16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首次提

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但文中没有明确提出解

放台湾的大致时间。这说明，解决台湾问题已

进入毛泽东的决策视野，只是还没有进入实际

操作阶段。

在这一时期，美国和苏联在对华政策上不

约而同地实行了观望政策，他们都避免深深地

卷入中国内战中，刺激彼此。苏联此时是静观

其变、乐观其成；而美国认识到不付出高昂的

代价，“将不能阻止共产党的推进，远远不能改

变内战的进程”。为了维护“美国的声誉和资

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34号文件决定

将对华政策的目标设定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

的附庸”，[4] (pp.9-15)开始谋划在大陆的“脱身”之

策。但对于台湾，美国则考虑以非军事手段将

其与大陆分割开来，防止中国共产党占领。

1948年 1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如

果能采用外交和经济措施阻止共产党占领福

摩萨，①以便恰当地保证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

福摩萨政权，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十分重

要。”[5](p.7)这一方案表明：美国军方一方面考虑

到台湾军事上的巨大价值，不愿台湾为中国共

产党占领；另一方面从离间中苏关系出发，认

为采取外交和经济干预措施是防止台湾“陷

落”的合适手段。1949年 1月，美国国家安全

委员会确认：在使台湾从中国大陆脱离的过程

中，美国不应“为其承担任何公开的责任或掌

握权力”。[6](p.94)为此，美国加紧了外交与经济层

面的暗中运作，企图扶植台湾当地非共产党的

中国人政权，但因为找不到可以依赖的人物，

加之国民党当局的强烈反对，无果而终。

二、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发起）前，

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进入

准备阶段，毛泽东开始具体筹划

1949年 4月下旬，渡江战役发起，战局的

进展出乎意料。以华东解放军为例，5月初，华

东解放军仅用了半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预定的

追击任务，追击最远的地方到了福建的北部、江

西的东北部，前进 1500里。也就是说，中央所

设想的华东野战军 1949年全年工作任务近乎

完成。这样的战局发展，是难以预料的。

面对新的形势，毛泽东和中央迅速调整了

1949年我军作战任务。5月23日，毛泽东致电

各野战军：“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

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

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四野年底前“占领

两广”；一野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

“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电报从保证人民解放

战争主动性这一原则出发，对美国可能的军事

干涉进行了充分考虑，专门留下一个野战军的

力量作为机动。电报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

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他特别

强调这一准备是必需的，指出：“有此准备即可

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

兵干涉。”关于二野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的

时机，电报认为应选择“在上海、福州、青岛等地

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

失后”。[1](pp.298-299)在这份毛泽东制定的全国解放

①“福摩萨”是一个历史上的名词。16世纪，葡萄牙人侵入我国台湾，因见此岛山水秀丽，即称台湾为福摩萨（Formosa），意即
“美丽之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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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表中，相比1月的部署，多出了宁夏、青海、

四川、贵州、西康、广东、广西等 7个省份，但解

放台湾的任务仍不在其中。“先大陆，后台湾”的

解放顺序在这一电报中体现得很清楚。

5月 27日，上海解放。6月 2日，美军自青

岛撤离后，青岛解放。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军

事干涉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毛泽东和党中

央迅速做出反应，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进

入具体筹划阶段。6月 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

军委致粟裕等电要求：“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

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7](p.515)14日，

毛泽东再电华东局、粟裕等，要求研究解放台

湾的具体问题。电报说：“请开始注意研究夺

取台湾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

夺取，用什么方法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

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外结

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8](p.471)一

个星期后，毛泽东再次致电华东局、粟裕等，明

确将准备占领台湾的任务交给华东野战军。

电报说：“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

的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

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

（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7](p.521)

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发出3份关于解放台湾

工作部署的电报，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宜将剩

勇追穷寇”的积极心态。

解放台湾离不开海、空军的配合。这时人

民海军尚在初创时期，缺乏专门的海军人才，

主力舰只多为国民党海军起义时过来的舰

船。因此，在海军建设方面，毛泽东很注意对

原国民党海军官兵加以争取和帮助。2月，国

民党军舰“重庆”号起义。3月 4日，毛泽东将

电报转发东北局，批示：“请东北局立即通知驻

葫 芦 岛 部 队 准 备 迎 接 重 庆 号 及 应 付 空

袭。”[7] (p.464)20日，重庆号在转移过程中被国民

党空军炸沉。24日，毛泽东、朱德给“重庆”号

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去电表示慰问。电报

说：“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

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

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1](p.270)5
月 18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原国民党军海防第

二舰队司令官林遵等，对他们在南京江面上的

壮举表示祝贺，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

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

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

斗”。[7](p.504)为了进一步团结原国民党海军官兵，

8月28日，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

他们中的一些代表，[9](p.122)并为中国人民海军题

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

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

的侵略。”[7](p.562)

在空军建设方面，1949年3月8日，毛泽东

约见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治委员王

弼，听取他们关于培养航空技术人才情况的汇

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17日，中央军委成立

航空局，负责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7](p.466)

7月10日，毛泽东根据朱德建议，致信周恩来，

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

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

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选派三四百人去远

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

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

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10] (p.214)信中

还同时要求周恩来召集有关同志商酌在闽、浙

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等项事宜。16日，中央军

委决定派刘亚楼等赴苏具体商谈购买飞机，聘

请专家、顾问以及帮助开办航校等事宜。在刘

亚楼赴苏前，毛泽东于31日在中南海专门听取

筹建空军情况的汇报。[7](p.531)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和苏共的关系日益紧

密，苏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中国人民的

解放事业中来，并予以各种方式的援助。6月

21日，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建议中国

共产党“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表示愿

意提供歼击机，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击溃马

步芳的骑兵。[11]斯大林的积极态度给毛泽东以

鼓舞，于7月25日致电刘少奇，要他向斯大林商

谈为解放军培训飞行员事宜及苏联是否可能参

加攻台作战问题。刘少奇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

中央的意见，但斯大林仅同意帮助中国购买飞

机和培训飞行员，婉拒苏联参与攻打台湾的军

事行动。可以看出，苏联此时对待中国内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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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仍然是极力避免由此可能引起的同美国

之间的正面冲突。

中国的“丢失”让美国政府面临着强大的

公众压力，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8月，美国政

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于1844
年至 1949年时期》白皮书，为自己的失败政策

辩护。事与愿违，白皮书的发表不仅在美国国

内受到强烈的批评，而且白皮书中公开的美国

支持蒋介石内战的资料，激起了毛泽东的强烈

愤慨。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丢掉幻想，做准备

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

书》《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对美国政府的

政策进行了辛辣讽刺，中美之间的缓和在短时

期内已不可能。8月1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

议对台湾问题做出的报告认为，“福摩萨和澎

湖列岛的军事重要性还并不足以让美国派遣

军队予以占领”，占领台湾会加剧美国军事力

量与在全球所承担义务的不平衡，“会令美国

无法应付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出现的更为重

要的紧急事件”。 [5] (pp.14-15)这份文件表明，美国

试图实现与国民党政府的“切割”，开始考虑放

弃对解放台湾行动的军事干涉。

三、朝鲜战争爆发前，毛泽东总结

渡海作战经验，解放台湾的各项

准备工作逐渐展开

1949年 10月 24日，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十

兵团发起金门战役，遭遇严重挫折。毛泽东于

29日致电各野战军前委：“当此整个解放战争

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

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

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

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

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

至要。”[12](pp.18-19)毛泽东在电报中对第十兵团要

求：“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

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12](p.18)11
月 3日，三野第七兵团在浙江定海发起登步岛

战役，因后援不继，被迫于6日主动撤出战斗。

两次登岛战役的失利让毛泽东和党中央

对渡海作战的艰巨性有了一个全新认识，强调

渡海作战要在有完全把握时方能进行。登步

岛战役失利后，前线将士颇有些急躁，他们拟

定了 11月 20日前完成准备工作，再行发动攻

击的计划。14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指出：“舟

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

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

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

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

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

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

视检查一次。”[13](p.75)为了保证舟山群岛登陆作

战能够一举成功，此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四次修

改了战役发起时间，从1950年的一二月间推延

至 7月，将参加登陆作战的部队由一个兵团两

个半军增加为两个兵团六个军。毛泽东和党

中央对渡海作战的谨慎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

也有所体现，先后两次推迟解放海南岛时间。

12月 18日，毛泽东就四野即将发动的海南岛

战役致电林彪，提醒他要注意潮水与风向，保

证第一梯队船只与兵力的充足等问题，并希望

他“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

蹈金门覆辙”。[13](p.104)12月 31日，他致电林彪，

将进攻海南岛时间推迟至旧历年前，并要求：

“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

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

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13](p.110)十

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等到前线了解情况后，向军

委报告：现有船只很少，必须将一部帆船改装机

器，以使操纵。部队无渡海作战经验，北方人不

惯乘船，只经过短时间教育训练，难收实效。因

此，他们建议向后推迟。1950年1月10日，毛泽

东致电林彪，再次推迟进攻时间，指出：“既然

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

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

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

海南岛问题。”[13](p.119)“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

毛泽东对我军渡海作战的原则性要求。

完成解放台湾任务的军事步骤有两种：一

种是采取“擒贼先擒王”的策略，以福建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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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置其他敌人于不顾，集中重兵直取台湾本

岛；一种是逐岛攻击，先拿下海南、舟山、金门

等处敌人，斩其手足，消灭其有生力量，最后解

放台湾。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渡海船只严重

不足，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选择第二种方式

无疑是现实的。1949年 11月 14日，粟裕曾在

给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如我能在舟山群岛及

沿海各小岛上全歼敌人主力，则造成攻占台湾

之更有利条件。”[10] (p.369)经过权衡，1950年 3月

28日，毛泽东致电粟裕：“先打定海、再打金门

的方针应加确定，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

建打金门。”[13] (p.128)这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从

我军客观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选择了逐岛攻

击、最后占领台湾的战略步骤。

毛泽东注意总结渡海作战经验，提出我军

当时状况下渡海作战应注意的若干问题。他

了解到金门岛和登步岛战役受风向、潮水、船

只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很大，指出：“渡海作战，

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

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

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

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

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

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

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

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攻进，建立基

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

危险。”[12](p.32)毛泽东所提出的渡海作战必须在

适当的潮水与风向条件下才能进行，要准备足

够的船只运送足够兵力登陆等项要求，对如何

开展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工作有着重要的指

导意义。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我军解放台湾的准备

工作渐次展开。在陆军兵力的配备上，中央最

初决定由第9兵团4个军约16万人进行攻台准

备。但1950年5月海南岛、舟山群岛两地国民

党守备部队大部撤往台湾后，台湾守岛兵力增

加到了40万人左右。面对形势的发展，为了保

证实现一举攻台，1950年 6月，中央军委确定

不仅三野主力 12个军约 50万人参加，而且还

计划从其他野战军中抽出 3—4个军作为第二

梯队或预备队，第一梯队的兵力也由 4个军增

加到6个军。

在海军建设上，海军组织建设逐步完备。

1950年 1月，海军司令部成立，萧劲光被任命

为海军司令员，具体负责海军各项建设工作。

海军武器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毛泽东在访

问苏联期间与苏方签订了价值1.5亿美元的海

军装备订货协定，占苏联给予我们 3亿美元贷

款的一半。同时，我国开始寻求向英国商人订

购巡洋舰、驱逐舰、扫雷舰。

在空军建设上，1949年 10月，中央军委正

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并批准创办 7所

航校培养航空人才。1950 年 3 月，毛泽东为

《人民空军》杂志题写了刊名，并题词：“创造强

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14] (p.117)6
月，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 4
混成旅计划在南京成立，下辖 2个歼击机团、1
个强击机团、1个轰炸机团。修建机场是攻台

准备的重要一环，1949年11月26日，毛泽东就

各地大修大建机场问题批示：“只能用必不可

少的钱，不能随意开大预算。”[13](p.84)12月 5日，

毛泽东同意了刘亚楼等提出的首先修复华东

与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机场的意见，批示中

财委：“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

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13](p.85)在毛泽东

的关心下，人民空军的空降部队也开始组建。

1950年 2月 4日，毛泽东致电粟裕：“（一）前起

义过来的伞兵第三团，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

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

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

电告。（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

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

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13](p.122)同日，他

与刘亚楼谈话时指出：起义的伞兵第三团，将

来要归空军建制。[14](p.89)

按照中国当时的工业技术条件，在短时期

内建立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海空军力量是极

为困难的，毛泽东和党中央把目光转向了苏

联。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12月16日，

他在与斯大林的会见中委婉提出请苏联以派

遣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部队的方式，助我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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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取台湾。经过反复协商争取，特别是毛泽东

访苏，极大地提升了中苏两国关系，最终斯大

林同意派苏联空军人员协助中方保卫上海。

毛泽东对此是满意的。1950年2月15日，他在

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苏方“已决定派空军保

卫上海，并且不久可到，其数为一个空军

旅”。 [13] (p.124)这就使台湾空军不敢再轻易袭击

内地，为人民解放军集结渡海船只、进行渡海

演练提供了极大便利。但苏联空军奉命只守

不攻，不参与解放军进攻沿海诸岛的行动。

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对台政策却发生了

戏剧性转变。美国主要战略利益在欧洲，并不

愿将有限的力量投入中国，因此，美国对华政

策的主线是避免过分刺激中国，使中国倒向苏

联。毛泽东出访苏联，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

注。为了拉拢中国，离间中苏，1950 年 1 月 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福摩

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

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

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

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

内争的方针。”[5](p.27)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

逊进一步在演讲中指出，台湾不在美国的西太

平洋防卫线中。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

订。美国认识到此前制订的对华战略彻底失

败，开始将中国视为共产主义扩张的新进成员

加以遏制。此时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

“恐红症”泛滥，美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对

台政策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向，倾向于提供军事

援助帮助国民党守住台湾。6月14日，美国远

东总司令麦克阿瑟提交的备忘录在评估台湾

军事价值时认为：“福摩萨一旦落入共产党的

手中，就可以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

的供给舰，它所处的位置十分理想，可以使苏

联实现其攻击战略，同时，还可以挫败美国在

冲绳和菲律宾的反攻击战略……如果我们允

许福摩萨由一个对美国充满敌意的强国控制，

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应该

主动采取措施，阻止共产党国家占领福摩

萨。”[5](pp.39-42)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最终促使

美国的对台政策逐步由弃台转向保台。美国

从暗中保台转向公开军事干涉，所欠缺的只是

一个借口。

四、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从

实际情况出发，暂时搁置攻台

有关准备工作

1950 年 6 月 6 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

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肃清国民党残余、特

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

国主义斗争到底”[12](p.74)的工作总任务。他在会

议期间专门听取粟裕关于解放台湾准备情况

和作战方案的汇报，对粟裕建议由刘伯承或林

彪主持台湾战役一事作出决定：解放台湾之战

仍由粟裕指挥。 [14] (p.155)此时，参加攻台战役的

三野重新调整攻台部署，将作战重心转向台湾

方向。可以说解放台湾战役已箭在弦上，只待

时机了。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干涉朝鲜

内战。声明还说：“共产党军队占领福摩萨，将

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

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福摩萨地

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

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5] (pp.44-45)美

国把朝鲜和台湾联系起来，对我国内政进行直

接军事干涉，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28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一针见血

地指出：“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不

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那是假的，而且同

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国际协

议……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来管，

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侵略，只能引

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对。”[14](p.159)

美国直接出兵台湾海峡，给中国解放台湾

造成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中国此时在台湾海

峡并不具备与美国较量的能力，贸然发动台湾

战役，难有胜算；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

国进行了军事干涉，而中国的重工业很大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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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东北，这给中国这一方向的战略安全带来

很大隐患。经过认真思考，毛泽东于 7月 6日

致电粟裕：“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

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

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13](p.157)电报中

所提“重要任务”就是由粟裕组建东北边防军

并任司令员兼政委。攻台主将调离的实际情

况表明，毛泽东决定暂时搁置攻台准备，将主

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向东北。主将调离后，中

央军委攻台的任务并没有撤销，参战部队每天

仍进行着各项准备工作，耗费甚巨。在这种情

况下，8月8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致电毛泽

东，请求变更作战任务。毛泽东 11日复电陈

毅：“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

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岛可决定在一九五一

年四月以前不打，四月以后待命再打。”[13] (p.181)

电报同时撤销三野前委，三野所属各军并入华

东军区序列。这标志着毛泽东和党中央精心

策划一年多的解放台湾准备工作被搁置起来。

五、当时影响解决台湾问题的

主要因素

1949—1950年间，毛泽东和党中央面对国

民党败退台湾的形势，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解放

台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渡海作战的准备工

作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在当时情况下，解

决台湾问题的军事行动受国内经济、军事实力

和国际军事实力超强国家干预等诸多因素制

约，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物质技术条件是影响解决台湾问题

的重要内部因素

物质技术条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攻台的“根据地”条件并不具备。予取

台湾，必先拿下福建。福建多山，交通不便。

由于是新解放区，其党、政、民组织机构不全，

力量不足，缺少支援大军作战的经验，而且当

地群众对党的认识还远没有到位，组织支前

尚存在很多困难。1949年 8月 6日，十兵团张

鼎丞在给华东局并转中央的电报中很详细地

谈及了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电报说：“当前

的困难是严重的，主要是群众尚未发动，缺乏

支前力量，粮食非常困难，工商业停滞，物资

十分少……有崇山峻岭，交通运输又十分不

便，因此部队一个月未吃到肉，甚至吃不到菜，

吃盐水汤，以至不少士兵晚上眼盲看不见道

路。”[10] (p.253)为解决困难，第十兵团不得不在战

区自己筹粮，把部队的生活保持在最低标准。

参加入闽作战的仅一个兵团就遇到如此大的

困难，可见此时在福建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并不现实。

二是我军对渡海作战所需的潮汐、风向等

条件了解得还很不够。三野10月15日发起解

放厦门战役，攻击鼓浪屿的两个梯队是此战主

力，但皆因风向原因先后受挫。只是因为此时

攻击厦门北部的部队顺利登陆，才最终取得了

解放厦门战役的胜利。10月24日发起的金门

岛战役因潮汐原因，致第一梯队船只全部搁浅

被敌所毁，无法增援而失利。11月3日发起的

登步岛战役因风向问题，攻击部队未能全数到

达，4日增援部队因潮汐问题也未能全数到达，

最后被迫撤出战斗。从上述有限的几次渡海

作战可以看出，在渡海作战中，我军对潮汐和

风向条件的重要影响还不够了解。同时，由于

潮汐、风向条件的限制，渡海作战很难达到隐

蔽性、突然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军渡海作

战的困难。

三是渡海船只条件并不具备。解放台湾

作战不同于渡江战役，一方面，台湾距大陆最近

处也有80多公里，平均在100多公里以上，这与

长江仅几公里的江面宽度不可同日而语；另一

方面，江船不能入海作战，为了渡过台湾海峡，

必须准备大量的海船，而且必须是机器船才有

可能，这一条件在当时很难实现。据叶飞回忆，

在发起厦门、金门战役前，十兵团花了近一个月

时间征集船只，并因为船只问题不得不把攻击

厦门、金门的时间推延了 3次。原定方案为对

厦门、金门同时发起攻击，终因船只不足，被迫

确定了先厦后金的攻击次序。[15](pp.582-585)华东局

致叶飞并报中央的电报中对金门岛战役的教训

是这样总结的：金门失利证明“船只准备、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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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部队航海习惯训练等，带决定性的作

用”。[10](p.350)船只不足，使我军解放台湾作战陷

入有力无处使的境地。

四是海空军力量还很薄弱。以空军为例，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力量比

较弱小，不能有效地完成大陆防空的任务。我

军舰艇不仅不能出海作战，而且还要分散隐

蔽，防止敌人的突袭。起义过来的“重庆”号巡

洋舰、“长冶”号护卫舰先后被国民党空军重

创，不得不自沉。上海、南京的解放军海军舰

队在1950年1月25日的一次轰炸中就有26艘

舰船被炸伤或击沉，不得不转移至武汉隐蔽起

来。但国民党空军紧追不舍，又击沉了原国民

党海军第二舰队 9艘舰艇中的 6艘。空军、海

军力量的薄弱，使得我军甚至无法经由水路筹

集渡海船只，不得不从山东经陆路调集所需。

1950年 2月 1日，粟裕等致电中央军委：“为使

山东海船能迅速南来参加打定海，因海路多海

匪及敌舰巡梭不安全，内河千余里航程需时一

月以上，故拟将山东三四百海船从青岛、连云

港用火车直运至杭州下钱塘江……为求迅速试

运成功，避免损失（船离水后超过六至十天即干

裂，损坏修补困难）”，请中央军委着铁道部以特

快速度运送。[10](p.410)可见，物质条件的不足，是

导致解放台湾工作一再推迟的决定性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审

慎全面地安排了解放全国的先后顺序。事后

看来，在解放台湾物质条件短期内不可能完全

具备时，调动二野以西南等地为主要攻取目

标，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自然减轻了攻台

的阻力，为解放台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是积

极、正确的战略。相反的例子是1950年5月海

南岛、舟山群岛先后解放，我们虽然“得地”但

“失人”，蒋介石果断将驻守海南岛和舟山群岛

的国民党军撤到台湾，使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外

围全歼国民党精锐的计划落空，极大地增加了

我军攻取台湾的难度。

（二）美国因素是影响解决台湾问题的重

要外部因素

1949—1950年，毛泽东在筹划解决台湾问

题的工作中，美国因素始终是他考虑的一个重

要方面。他准确地预见到解决台湾问题可能

面临的复杂局势，并在具体工作安排上做了妥

善安排。尤其在有效应对美国对中国内政可

能的军事干涉方面，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有

力地保证了我军解放全国战略的主动性。

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把

中苏之间的合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中

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毛泽东谈

到这一条约的意义时指出：条约的签订“使各

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14](p.71)使中国“可以放

手做别的事”，“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减少了

战争的可能性”。 [14] (p.112)条约的签订对于加快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准备工作有较大帮

助。但同时，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也客观上刺

激了美国，加速了其对台政策的转变。美国因

素成为中国此后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面对

的难题。在国内物质技术条件逐步完备后，美

国因素日益成为解决台湾问题最严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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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velopment. (Wang Li-sheng and Chen Xue-juan)
The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s and Reforms of Mixed Ownership EconomyThe Characteristics, Functions and Reforms of Mixed Ownership Economy：：Mixed ownership economy is a crucial part of China’s fundamental economic
institution in current phase. It has imposed considerably positive impacts, as well as limitation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property relations in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The structure and form of property relations in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could vary from the external
relations to internal relations in mixed-ownership corporations, which better reflects their features. Since the mechanism of mixed-ownership corporations is
suitable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it could play many favorable roles. However,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could by no means eliminate all existing issues in
state ownership; in other words, it never promises undoubted success. Hence,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weigh pros and cons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prudently making policies in accordance with specific conditions for enterprises. Similarly, we should look in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ind solutions afterwards. (Wu Xuan-go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Illumination of Mao Ze-dong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Illumination of Mao Ze-dong’’ss Words on Reading The Soviet Textbook of Political EconomicsWords on Reading The Soviet Textbook of Political Economics：：Mao Ze-dong adored
reading all his life and developed such a habit. He organized several times of collective reading after he assumed the post of the CPC leader, and two of the
events were exceptionally crucial: one is in the year of 1935 when he arrived at Yan’an and organized the reading of a textbook of Soviet philosoph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works; the other is from the end of 1959 to early 1960 when he organized the reading of The Soviet Textbook of Political Economics for the first
time. These two times of reading not only left different mark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but also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illumination for us.
(Yu Pin-hua)
The Historical Illumination of Mao Ze-dongThe Historical Illumination of Mao Ze-dong’’s Cultivation of Marxist Conviction in Soviet Areass Cultivation of Marxist Conviction in Soviet Areas：：During the times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1927-
1937),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the issue of Marxist conviction in Soviet Areas, offering new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cultivating Marxist conviction, integrating Marxism with the reality in Soviet Areas, incorporating Marxist conviction into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of the CPC, and launching education campaigns on Marxist conviction. Thes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ovided significant illumination for
the deterior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Marxist conviction which is highlighted by the CPC. (Ma Chun-ling)
Mao Ze-dongMao Ze-dong’’s Thoughts and Policies of Solving the Taiwan Issue betweens Thoughts and Policies of Solving the Taiwan Issue between 19491949 andand 19501950：：Mao Ze-dong and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ighly
emphasized solving the Taiwan Issue, launching a series of through plans. Merely between 1949 and 1950, his thoughts and policies on liberalizing Taiwan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opening up the view of policy and making foresighted predictions; stepping into phase for preparation and launching
specific plans; summing up experience from sea warfare and starting all kinds of preparation work; laying aside related preparation due to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At that time, the idea of solving the Taiwan Issue via military means was not only limited b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triction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after WWII. (Shan Jin-song)
To Consolidate ChinaTo Consolidate China’’s Confidence and Fight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s Confidence and Fight Against Historical Nihilism：：One important aspec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lies in clarifying“Five in One”as the whole layou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ntifying“Four Comprehensives”
as strategic layout, and stress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a’s confidence. Only by consolidating China’s confidence, upholding China’s spirit, condensing
China’s power, and leading a successful China’s pathway could we reverse the weak position, standing proudly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A long history, a vast
land and a huge population make up our national advantages. The CPC cherishes and makes the best use of three national strengths, succeeding in
consolidating China’s confidence. However, historical nihilism is an obstacle to the consolidation. We should resolutely fight against it. (Cao Ying-wang)
On the Theoretical Indications ofOn the Theoretical Indications of““Two NecessitiesTwo Necessities””in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a New Agein a New Age：：The Communist Manifesto reveals inner proxies and
inevitable trend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edicates the upcoming of communism, and provides a scientific answer to the future capitalism. The current age
witnesse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t productivity to a new height and phase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This would inevitab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revolu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 in a great way, accelerating the demise of capitalism and the advent of socialism.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ighligh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has opened up a new age, thus, the science and truth of“Two Necessities”
could help us rectify our knowledge of the trend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consolidate our faith for socialist pathway in a new age, and convince us that we
could accelerate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ur China dream. (Yang Wen-sheng and Wang Qin-yao)
On the Position of ChinaOn the Posi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 of Labor Division: A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s Manufactur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 of Labor Division: A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Manufacturing is the basis of the real
economy. We could take reference of th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position index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measure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manufactured goods with different technical merits against global value chain of labor division and terms-of-trade. It is observed that our manufacturing is
currently stuck in lower posi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represented by huge trade volumes and weak capability of value increment. Accordingly, we should study
the causes of the lower position from the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s on 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We should
also figure out approaches to strengthening manufacturing power and promote the industrial elev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Liu Hong-man and Lang Han-ni)
A Tre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Media Reports o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Coverage of theA Tre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Media Reports o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Coverage of the 19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by Overseas Parties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by Overseas Parties：：
There are new signs and con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media reports on China in 2017, characterized by the marked rise of objective reports and fall of
negative ones. The overseas press coverage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re unprecedentedly huge in number, powerful in influence and long in cycle.
There are new trends in contents and choices of words.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and common topic for overseas public to know
China. Following this trend, China has made recognizable achievements in building up national image and improving the channels fo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with overseas press. However, it by no means indicates that international chief press would voluntarily drop their values and mindset under the
structure of western ideology. China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for rectifying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media’s discrimination. (Yao Qin-hua and Du Meng-yuan)

（翻译：张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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